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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法视阈下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的诉讼设计

朱禹臣*

内容提要:公司决议的组织法特性决定了无效、可撤销、不成立等事由最终指向集体意思未形成

的共同后果。当事人意图通过司法程序确认决议效力否定事由存在,积极确认决议有效诉讼则欠

缺确认利益。决议诉讼应以决议本身为诉讼标的,实现统一裁判。即便尊重 《公司法》及其解释

的分别裁判理念,也可以通过起诉条件的低阶化、诉之合并机制的完备化并加强释明达致统一裁

判的效果。该诉讼可以在客观层面的内容瑕疵与重大过程瑕疵事项上采用判决效力全面扩张模

式,救济途径为申请再审;但对于前诉无法审查的未参与者个性化瑕疵事由,则采用片面扩张模

式,若前诉败诉、决议仍有效,未参与者可另行起诉。判决效力需通过对 《民诉法解释》第247
条 “当事人相同”或第248条的 “新的事实”的灵活解释进行落实。

关键词:公司决议效力瑕疵 组织法 确认之诉 统一裁判效果 判决效力扩张

决议是公司机关形成公司的意思并予以实施的核心环节,诚然 《民法典》第134条第2款将

决议行为定性为特殊类型的法律行为,但毕竟在行为法的特点之余,决议还具有鲜明的组织法或

团体法色彩,〔1〕《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包括不成立、可撤销、无效三种形态在内的效

力瑕疵体系,也需要与组织内部的治理行为关联理解。当公司决议争议从组织体内部跨入司法

场域后,由于现行程序规则以传统民事争议为逻辑起点,在面对准民事、涉民事甚至非民事的

法律关系时,有必要反思司法救济机制在程序选择、程序权配置、裁判类型和判决效力等问题

上的调整方案,以体现不同实体法预设的价值和权利义务。作为治理机制、监督机制而存在的

决议效力诉讼,也应以商事实体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准确对接为设计内核,并呈现出公司法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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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团体诉讼特性。〔2〕

为化解商事组织逻辑与民事裁判逻辑之间的隐含分歧,〔3〕以2025年9月公布的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

见稿》)第9条为代表的各司法规则尝试在公司决议效力瑕疵诉讼的原告资格、被告身份、诉讼

构造、裁判思路等层面,基于其组织法特性展开制度设计。但前述做法仍有忽视了诉讼类型、诉

讼标的与裁判效力层面特别需求的缺憾,未能充分化解实践矛盾。本文尝试在该条文的 “延长

线”上总结实践争议,力求以组织法的价值诉求作为司法权配置和程序权利配置的正当基础,提

供契合民事诉讼法规则体系的程序设计方案。

一、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的程序运行问题

(一)决议诉讼具体类型的认定分歧

基于 《公司法》上的效力瑕疵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将第

299项公司决议纠纷进一步细化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公司决议撤销纠纷和公司决议不成立

确认纠纷。此外,司法实践还存在诉请法院确认决议有效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曾认为,我国现

行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并未将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列为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

围”〔4〕,照此思路,积极确认之诉并非决议纠纷的妥当化解手段,故不享有确认之诉的利

益。〔5〕也即,决议自作出后即有效力,无须司法确认。〔6〕

但考虑到 “公司正常经营管理确实陷入困局,原法定代表人也无法正常履职,需要通过法院

诉讼确认董事会决议效力以解决工商登记变更”,故解决当事人实际问题的需求确实存在,〔7〕亦

有法院认可此类积极确认之诉的确认利益,〔8〕并将 《公司法》第25条的公司决议无效规则认定

为有效之诉的法律依据。〔9〕

作为对前述实践争议的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 (四)》在制定的过程中,就曾有确认决议有效之诉的相关表述,只是在最终版本中被删

除。面对援引前述过程性文件的诉讼主张,法院也常以 “并未实际颁布实施,不能作为法律适用

的依据”为由予以驳回。〔10〕而在本文主要关注的 《征求意见稿》第9条中,起草机关再一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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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实践需求与争议做法中踟蹰,在第1款中明示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处理方案,一种方案即

“人民法院作出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的裁判后,股东另行提起撤销公司决议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予以受理;当事人以另案裁判已经确认决议有效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另一方

案则是 “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笔者所见的

《征求意见稿》后续修订稿中,这两种方案同时被删除,而没有旗帜鲜明地选定某说。也即,后

续修订稿事实上并未对诉请确认决议有效的实践需求作出明确表态,学理上仍有结合公司决议的

组织法属性进行深度回应的必要。

(二)决议诉讼诉判关系的矛盾做法

由于各种瑕疵事由对应的事实基础存在差别,若提起诉讼,不同案由下,各诉的法律依据和

诉讼标的也不同一,因而构成彼此独立的诉讼并可分别得到裁判。该 《征求意见稿》也与实体规

则、案由规定一脉相承,形成了分别起诉、分别裁判的并立格局。但在实践中,突破诉讼请求边

界、一并审理所有瑕疵事由的 “统一裁判论”依然存在。

展开而言,当原告以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为诉讼请求时,“分别裁判论”下,裁判内容被严

格限定为 《公司法》第27条的不成立相关事由,即便涉及第26条的可撤销事由,也因 “本案并

非撤销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而无法得到审查。〔11〕若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存在原告所指出的瑕疵

事由,而应归入其他效力否定情形,可选择释明并同意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若原告经释明仍坚持

原诉讼请求、主张原法律观点,则判决驳回其诉请。〔12〕当然,也有法院将决议效力作为争议焦

点处理,当其认为决议不成立时,可直接驳回撤销决议的诉讼请求。〔13〕

与此相对,也有法院尝试突破诉讼请求的文义限制,于本诉中全面审查。比如,在撤销公司

决议之诉中审查决议不成立的瑕疵事项。〔14〕即便是 “原告在一审诉讼请求和二审上诉请求均是

请求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但二审法院径行判定撤销此次股东会决议”的再审理由,再审法院审查

后也认为,“直接改判撤销案涉股东会决议,虽没有向当事人释明,在程序上存在瑕疵,鉴于法

律后果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不宜以此为由进入再审”〔15〕,事实上支持了统一审查、统一裁判的

作法。此外,也有当事人将 “决议存在决议不成立、无效、可撤销的情形”一并提出,〔16〕或进

一步表明,“三项请求中的决议撤销、不成立和无效之间是或的关系,涉案决议的效力最终请法

院依法认定”〔17〕,并得到法院的允准。

(三)决议诉讼判决效力的范围争议

若将研究视角转移至因其他事由或由其他主体针对决议提起的后诉,则会直击本诉裁判的判

决效力问题,并影响前后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判定。《征求意见稿》第9条虽然规定其他利害

关系人可以共同原告或第三人的身份加入本诉,但没有基于决议诉讼的组织性对该第三人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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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与决议效力裁判对其的特殊效力进行说明,更没有以此为契机正面回应实践中频发的前诉裁

判对潜在后诉的判决效力问题。当然,考虑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10条第1款第6项所谓的 “事实预决效力”,面临标准模糊、缺乏可预见性以及无谓浪费诉讼资

源的弊端,不符合我国发展现状,需要尽量限缩其适用范围,比如限定在当事人相同的主体范围

内,〔18〕故本文主要以既判力上的矛盾裁判作为观察对象。

若法院在前案裁判中驳回诉请,事实上相当于认定决议有效且无撤销事由。面对基于其他效

力瑕疵事由所提起的后诉,倘若分别裁判,虽然诉讼当事人相同,但前案撤销之诉与后案不成立

之诉所依据的实体法不同,〔19〕“并非同一诉讼请求,亦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构成要件”〔20〕,不

会构成重复起诉,更遑论后诉原告只以第三人身份参加,〔21〕甚至完全没有参与前诉的情形。〔22〕

那么一项公司决议完全可能历经包括撤销、不成立、无效等在内的多次诉讼,〔23〕这有损纠纷的

一次性解决价值,并对司法资源构成浪费。

但与此相对,在统一裁判的理念下,法院对某一公司决议的各种效力争议,只能基于一场

诉讼作出一份判决。比如,已有法院旗帜鲜明地指出,主张决议不成立与要求撤销决议的前后

诉均指向决议的效力问题,诉讼标的相同。〔24〕如果前诉诉请撤销决议,法院已对该决议的效

力及是否具备撤销事由作出认定,当后诉原告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前诉,其也应 “作为该判决

既判力效力所及的一般第三人,属于重复起诉规定的 ‘同一性’当事人”,如再提起决议效力

诉讼,实为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25〕更进一步而言,即便没有参与前诉,其他股东、董事、监

事也受到前案判决的拘束,〔26〕既判力发生扩张。 “作为有权对公司决议效力提起诉讼的主体之

一,在明知提起决议撤销之诉,法院已经受理的情况下,本可申请加入前案成为共同原告,而选

择另案提起诉讼,其否定前案结果的意图较为明显”,故确认决议不成立的后诉属于重复诉讼,

应被驳回。〔27〕

二、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的组织法构成及其程序逻辑

面对前述司法解释规范有所涉及,但并未正面回应的诉讼类型、诉判关系、判决效力等实践

争议,在探讨应对思路时,首先需要结合公司决议的组织法属性梳理其效力瑕疵的规则体系,回

到公司作为法人的意思形成机制,并通过实体与程序的深度对话形成诉讼设计的逻辑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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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的实体构成

在判断法律行为的效力瑕疵时,一方面需要从外部分析该表示内容是否侵入他人领域、有违

他人利益,比如无权代理或无权处置他人事务,或者侵害了代表公共秩序的 “第三人”,绝对无

效或未决无效 (效力待定)的法律效果,也与侵害利益的类型、程度与补正可能性有关。〔28〕另

一方面,也需要关注该自然人的自主意思形成过程。但在意思被表示出来前,于意思形成阶段不

存在可供分析的外在行为,因而只能推定其原则上有效,并允许该表意人令其无效。意思表示主

体需要主动揭示并论证存在欺诈、胁迫、错误等外在表征,以此反推意思与行为、行为与结果之

间的不一致,最终基于私法自治予以撤销。

与法律行为效力瑕疵的一般理论类似,决议行为也会涉及内容对他人或公共利益的侵害,比

如 《公司法》第25条的决议无效,指向决议内容对强行法的逾越。但如果考虑法人的意思形成

过程,即需直面其组织法特性。法人并非生物意义上的 “人”,无法自主形成心理意思并作出行

动,必须经正当组织程序将各成员意思予以复合,而不仅仅是个体意志的简单集合或取平均。一

方面,正当组织程序的公开化、可视化,导致法人意思应承受更高程度的信赖,内外部相关人的

信赖保护也是其效力评价的考量重点。另一方面,法律行为效力瑕疵体系以拟制自然人的 “手”

“脑”关系为逻辑底色,但决议行为自始至终均在法人的 “脑”中,〔29〕并且 “脑”的决策过程是

可打开、可还原的。因此,决议形成过程中的瑕疵事由,也与意思加总的形成机制直接相关。比

如 《公司法》第27条的决议不成立,即指向集体意思形成过程中的加总程序欠缺,个体意思尚

未经 “转换”而成为法人的意思。

《公司法》第26条的决议可撤销,一般指向决议程序的过程失当,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

章程。考虑到章程是团体内部的设权行为,若决议内容涉及已被章程限制或排除的事项,事实

上前置了表决程序瑕疵的命题,无法形成集体意思。此外,各表决权主体的表决行为效力瑕疵

(表决权瑕疵)也会间接影响法人意思的形成,因为个人意思经相互结合方产生组织效力,只

有当表决权瑕疵害及正当组织程序、导致各表决权未能被汇聚形成集体意思、原本的多数决不

再成立时,共同行为方被撤销。〔30〕因此,前述可撤销事由也共同指向个人意思向集体意思转

化的过程失当。虽然法人是意思形成与表示主体,但撤销权需由各成员行使,《公司法》不要

求原告本人受到决议的影响,故而撤销权属于客观视角下的监督权,并具有一定的公益

性质。〔31〕

总之,决议行为的可撤销和不成立共同指向公司意思在客观上尚未形成,也就是,各表决人

意思加总为集体意思,复被评价为公司意思的 “化合”过程没有完成 (程序瑕疵)。〔32〕只是从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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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还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可能例外地适用 “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但此处可撤销后果的形

成机理仰赖利益衡量后的效果柔化,而非在当事人通过论证其意志不自由时赋予的例外救济。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
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7页。

参见周淳:《组织法视阈中的公司决议及其法律适用》,载 《中国法学》2019年第6期,第154页。
参见许中缘:《论意思表示瑕疵的共同法律行为———以社团决议撤销为研究视角》,载 《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

第63页。
参见周翠:《公司决议诉讼的功能定位与程序机制》,载 《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第741 742页。
参见周淳:《组织法视阈中的公司决议及其法律适用》,载 《中国法学》2019年第6期,第154 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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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依法依章作出的组织秩序价值,与尽快维护决议效力的法律安定性价值之间衡量的程度看,不

成立事项更侧重保护前者价值,而可撤销事项则侧重后者,故实体法限制了撤销权主体范围,并

且设定了有关利害人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提起诉讼、因全体出席而事实上修正了公司章程等 “治

愈”事项。〔33〕并且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同法域下,股东救济与公司安定之间的利益平衡结果存

在差别,决议瑕疵的类型划分往往具有相对性和可变性,同一瑕疵也可能随着认识转变而由可撤

销事由升级为不存在事由。〔34〕至于决议内容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违反,则是从结果上否认公司

意思的形成 (内容瑕疵)。因此,若从组织法特性出发审视现行 《公司法》中关于决议不成立、

无效、可撤销的实体规范,会发现这些效力瑕疵事由不仅重叠交织、区分困难,而且指向相同的

法效果。

(二)确认决议有效诉讼的路径否定

作为法律行为的子类型,从尊重公司自治的角度出发,决议行为也应适用成立即 “推定有

效”的规则,并且,决议的组织法属性会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对外观效力的信赖,相较于一般民事

法律行为,法律应对这种信赖提供更强的保护。故而在价值判断层面,若采 “推定决议有效+积

极提起否定决议效力之诉”的程序方案,不仅可以维护决议依法依章作出的组织秩序价值,还可

以反过来促使其他相关人积极主张效力瑕疵事由、供法院尽快作出判断,以维护组织法的稳定

性,并呼应公司治理的效率取向。若允许提起积极确认之诉,则可能会让法院成为商事交易的担

保或者背书机关,严重增加讼累、影响商事行为效率,并面临逆市场经济和法治潮流而动的现实

风险。〔35〕

因此,如果从实体视角观察,《征求意见稿》曾尝试引入的 “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似无

必要,而在程序法层面也如此。从理论上讲,确认利益指向一种事实上或纯粹经济上的不确定

性,因为危及法律地位从而需要即刻澄清,以消除不确定危险。〔36〕而作出即推定有效的实体规

则表明,决议原则上没有积极确认之诉的权利保护必要。〔37〕并且,确认之诉具有补充性,如果

可以提起给付诉讼,原则上就不应允许提出确认之诉,除非确认之诉在解决纠纷的诉讼经济性上

具备优势,〔38〕而观察实践常见场景,给付诉讼常常更具备可行性。

展开而言,首先,若涉及公司内部的严重僵局,因各方争议于决议效力,而怠于履行决议或

办理相关手续,考虑到决议作出即推定有效的实体原理,相较于提起确认之诉,诉请公司实际履

行决议或损害赔偿是更为直接的救济路径。其次,如果工商登记机关拒绝根据决议办理登记,由

于 “如果公司决议未被撤销或确认无效前,工商部门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审查股东之间的纠纷,

亦没有权力以股东之间存在纠纷为由而拒绝履行工商登记法定职责”〔39〕,相较于先诉请法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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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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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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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柯勇敏:《私法上的决议可撤销》,载 《中德私法研究》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 7页。
参见丁勇:《组织法的诉讼构造:公司决议纠纷诉讼规则重构》,载 《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108页。
参见吴飞飞:《<公司法>修订背景下公司决议规则重点立法问题探讨》,载 《经贸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第89

90页。

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Zivilprozessrecht,18.Aufl.,2018,§91,Rn.19.
参见周翠:《公司决议诉讼的功能定位与程序机制》,载 《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第753页。
参见刘哲玮:《确认之诉的限缩及其路径》,载 《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143页;曹志勋:《论我国法上确认

之诉的认定》,载 《法学》2018年第11期,第51页。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辽09行终139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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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有效、而后再另行办理工商登记,由于公司登记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效率

更高的做法可能是,直接诉请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并申请执行,这一路径还会促使登记机关积极履

行审查与登记义务,反过来 “筛选”出真正效力存疑的案件进入司法审查渠道。但如果认可积极

确认利益,反而会阻却前述良性循环,并天然成为登记机关怠于承担职责的 “挡箭牌”,还会增

加司法机关的讼累,并不可取。与之类似,部分学者主张,有限责任公司除名决议对公司整体利

益关切最大,为保护异议股东权益、减少股东压制现象、尽快结束公司治理的不稳定或僵局状

态、避免除名决议被搁置,也有必要赋予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除名决议有效的权利。〔40〕但

必须指出,前述理由都只是在说明司法审查的必要性而非积极确认之诉的必要性,对比而言,通

过向登记机关提起诉讼的方式获得司法审查机会,在效果上更为直接。最后,决议效力可能影响

公司内部或相关人员的具体行为,比如,为维持公司重大投资经营行为的稳定性,或有确认决议

有效的现实需求。〔41〕但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这会涉及司法判断取代商业判断的正当性问题,

并进一步引发独立受信义务的判断标准难题;另一方面,积极确认之诉的效果同样有限,因为该

诉缺乏有效对抗,当事人主观上不愿意、事实上也不可能将全部利益相关者通知到位并参与程

序,更无法穷尽审查所有效力瑕疵事由,故而无法阻却其他相关人未来以其他理由另行起诉。

总结来看,对公司决议的积极确认,在实体上不符合组织法的规范逻辑,在程序上缺乏确认

利益,并且并非最有效率的救济机制,若强行引入,反而可能造成决议诉讼体系的混乱复杂,并

不可取。若要诉请司法审查介入,应只涉及对决议效力的否定情形。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法

上还存在针对消极决议 (negativerBeschluss)提起的请求确认决议成立之诉的做法,只不过该

诉并非对决议有效与否的判断,也不涉及对既有决议的效力的再次确认,而是依附于 “本应通过

的提案被不当否定”场景下的撤销之诉,通过预备合并的方式直接将决议提案转化为决议,并溯

及既往地发生效力,以此还原股东真实表决结果。〔42〕也即,这种积极确认之诉是决议瑕疵的补

充救济,以此恢复被扭曲的团体意思,而非前文所讨论的,单纯以已形成的决议为对象、请求确

认其有效的诉讼。

(三)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的程序逻辑

随着积极确认之诉的确认利益得到排除,公司决议效力诉讼应围绕否定事由展开。多有学者

基于第四级案由的三分做法主张: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属于确认之诉,诉讼标的是待确认的法律关

系;决议撤销纠纷是形成之诉,诉讼标的是具体的形成诉权。〔43〕但如果考虑公司决议的组织法

属性,前述三分逻辑即有必要进一步统合。

具体而言,所谓的公司决议撤销,其本质仍然是将各表决人意思加总为集体意思,复被评价

为公司意思的 “化合”过程没有完成,公司意思客观上没有形成,司法程序只是对打断前述过程

事由的存在进行确认,而没有通过司法权对已然存在的法律关系进行变动调整。也即,与普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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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飞飞:《<公司法>修订背景下公司决议规则重点立法问题探讨》,载 《经贸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第

90页。
参见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辽14民终37号民事裁定书。
相关介绍,参见周翠:《公司决议诉讼的功能定位与程序机制》,载 《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第753 754页。
参见刘哲玮: 《论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效力范围》,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

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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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为于撤销权人行使权利前持续有效、因撤销而无效的效力变动机制不同,公司决议中集体意

思尚未形成的事实本就以客观化、可视化的形式存在,诉请法院介入的目的也在于对该事实进行

确认。如果起诉时间超出了 《公司法》第26条的时间限制,需要被理解为决议效力瑕疵的 “治

愈”事实已然发生,该决议在结果上不会被法院撤销。〔44〕但需要强调的是,公司集体意思确未

经各表决行为化合形成,而是因 “治愈”这一新的事实而得以形成,故而 “治愈”事实同样需要

与瑕疵事实一道得到司法审查。也即,诉请法院 “撤销决议”的本质在于,确认公司意思处于尚

未形成且未得到 “治愈”的效力状态,而不是通过诉讼程序将本已有效的决议法律关系归于无

效。在这一点上,所谓决议的撤销之诉,与无效、不成立之诉具有一致性,而不同于所谓的形成

之诉,后者需以实体法上的形成诉权为基础,旨在以起诉、仲裁或抗辩方式产生、变更、消灭民

事法律关系。〔45〕

因此,公司决议的组织法特性决定了其程序设计必须以消极确认之诉为底层逻辑,而没有必

要如法律行为效力瑕疵诉讼一般,内部分为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公司法》及各司法解释的三

分逻辑,其实只是具体确认事项不同。当然,这不代表确认之诉的相关原理可以直接适用于此类

诉讼中,而同样需要考虑组织法因素的影响予以调整。

三、组织法视阈下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的具体程序展开

以消极确认之诉为程序逻辑,首先会面临各种决议瑕疵事由的统一裁判论和分别裁判论的取

舍问题,这不仅决定裁判内容,也直接影响判决效力。若直接从组织法属性出发,各种效力瑕疵

事由均可得到统合,所谓不成立、无效和撤销之诉,也共同追求司法宣告决议效力被否定的胜诉

结果,以监督权控制决议合法为功能底色,诉讼目的与内容实质同一,故有必要适用统一裁判

论。此时,由于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在于存在争议的特定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公司决议本身即

属于法律行为,是能够创设、改变团体 (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完整行为,故可成为确认之诉的

诉讼标的。若如此,效力诉讼可以涵盖所有潜在瑕疵事项。也即,统一裁判论不仅契合公司决议

效力瑕疵体系的组织法属性,也可观照民事诉讼法上的基本原理。与此相对,若采用分别裁判

论,则更类似以诉讼法二分支说,将形成事由 (纠纷事实)和诉讼请求 (诉的声明)作为识别诉

讼标的的标准,〔46〕并且严格认定纠纷事实,使之从 “作为决议产生基础的所有事实”进一步细

化为 “支持原告所主张的瑕疵成立的具体事实”。此时,每一项独立的决议瑕疵事由均构成独立

的诉讼标的。虽然诉讼法二分支说尚未得到广泛承认,分别裁判论也部分偏离组织法理念,但毕

竟受到现行法及司法解释的规范结构影响,若直接依职权突破诉请文义范围、审查全部瑕疵事

由,可能有违处分原则,并影响各诉讼主体的预期,因此,有必要通过针对性裁判技术进行配

合,在尊重分别裁判的规则文义时向统一裁判的法律效果靠拢,在事实上使二者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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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25年版,第354 355页。
参见宋史超:《形成诉权行使方式的反思与重构》,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第5期,第156页。
参见丁金钰:《新 <公司法>视域下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程序实现》,载 《法学家》2025年第5期,第110 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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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议诉讼统一裁判的效果落实

1.起诉条件的低阶化与诉之合并机制的完备化

首先,为顺应起诉要件低阶化的现实需要,立案阶段 “具体的诉讼请求”应当指诉的声明而

非诉讼标的,原告所提出的法律理由最多属于其观点而不约束法院,请求权基础需随后逐步澄清

聚焦。〔47〕也即,若以否定决议效力为根本目标,原告完全可以相对宽泛地提出诉讼请求,要求

确认决议瑕疵事项现实存在,而不必在起诉时对各种瑕疵事由进行精准判断,甚至 “饱和式枚

举”。法院在确定案由时,仅确定到第三级案由 (“公司决议纠纷”)即可,而不必深究第四级

案由。〔48〕

随后,法院也需要灵活利用诉的合并制度,包括选择合并和预备合并,以尝试拓展本诉的裁

判范围。其中,前者允许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而提出多个诉讼标的,后者则允许当事人基于同一

事实而提出主位诉讼标的和备位诉讼标的。在此思路下,所谓的无效、不成立、撤销,都可以通

过合并提出而得到本诉裁判。考虑到原告的根本目的在于否定决议效力,通常不特别关注具体理

由,在提出或变更诉讼请求时,原告常常选择追求 “饱和式”救济,如果要求其在某一瑕疵事项

被否定后再另行开启一个新的诉讼程序,反而不够经济。与之类似,对诉之合并的允许也契合公

司利益。一方面,当决议面临司法否定风险时,公司会对各种潜在否定事由进行充分准备,以尽

可能维护决议效力,故其应诉成本并没有显著增加。另一方面,为避免因继续执行争议决议带来

的后续纠纷,公司往往选择延迟实施,等待裁判结果。但倘若搁置时间过久,同样不利于公司正

常经营及维护其他交易对象的信赖利益,故有必要尽快确定决议效力。

最后,由于实体瑕疵事项得到统合,原告不仅可以在各种效力否定事项上增加、变更主张,

甚至可以在上诉理由中提出新的瑕疵理由,即便其未在一审中明确提出,法院也应当在原告所主

张的事实的基础之上全面判断是否存在效力否定事由,而不得仅就部分理由展开审查。只有当各

瑕疵理由的要件均不满足时,法院才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2.法官释明内容的灵活调整

与之不同,若当事人只提出了特定的效力瑕疵事由、要求个别裁判,由于前文落实统一裁判

论的正当性前提在于处分权,故无法直接通过起诉条件的低阶化与诉之合并机制的完备化实现统

一裁判。此时,法官首先需就诉的合并机制和裁判方法进行释明,并允许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变

更诉之内容,从而扩大本诉审理范围。但若当事人未明确表态,基于公司决议的组织法属性,法

官也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依职权审查事项的范围和潜在不利后果,以此确认原告态度。

一方面,如前所述,在各种瑕疵事由内部,存在基于过程性的程序瑕疵和基于结果性的内容

瑕疵的二分。其中,以 《公司法》第25条为代表的违法悖俗等旨在保护他人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的无效事由,会从结果上否认公司意思的形成,所指向的法益显然也超出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

范围,故而作为公权力的一环,法院可以不待当事人请求而依职权审查此类无效事由。〔49〕与之

类似,部分过程性事项具有共益性,为发挥诉讼对决议合法性的监督功能,法院不可能在对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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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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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曹志勋:《民事立案程序中诉讼标的审查反思》,载 《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第294页。
参见周翠:《公司决议诉讼的功能定位与程序机制》,载 《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第746页。
参见胡相宜:《论法律行为效力瑕疵事由竞存时的法律后果决定》,载 《法学》2025年第6期,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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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定结论与股东自我判断不同时,就对违法决议置之不理。〔50〕这部分事项以欠缺根本性的组

织法要素为前提,往往指向 《公司法》第27条的实际未召开会议等决议不成立情形。

另一方面,在集体意思 “化合”过程中,部分过程性的瑕疵事项对组织秩序价值的损害相对

轻微,法院无法依职权审查,而必须以原告的积极提请为前提。直接理解当事人未主动提出这部

分请求的沉默表示,或许属于对程序瑕疵的事后同意进而表达了对 “治愈”的认可,也可能只是

未为当事人所通盘考虑而被疏忽对待,或根本未发现,二者在决议效力的认定上呈现出截然不同

的结果。因此,法官同样有必要就未提出诉请的 “治愈后果”作出充分说明,使原告通过表态明

晰其意图,避免沉默引发的解释争议。

总结来看,即便在 《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则的分别裁判论下,通过 “尊重原告处分权

+积极行使释明权”,并佐以起诉条件的低阶化与诉之合并机制的完备化,裁判技术也可以改造

裁判效果,使之相对趋近符合组织法理念的统一裁判论,在更契合当事人需求的同时也避免成本

浪费。

(二)决议诉讼判决效力的调整思路

1.由诉讼形态通说导出的判决效力方案及其问题

首先在决议效力诉讼的主体身份上,《征求意见稿》规定以公司为被告,因为公司是所有希

望维持决议效力的股东及董监事的代表,相较于散落各处的其他维护者,由公司参与程序的效率

最高。而在原告身份上,除否定决议效力的股东外, 《公司法》及现行司法解释还进一步强调,

在无效 (违反法律规定)和不成立 (公司意思未形成)的事由上,额外赋予董事、监事等以诉

权。前述规定的正当性在于,所谓可撤销事项指向公司内部意思形成过程的瑕疵,并可通过集体

出席等方式治愈,这部分事项所侵害的通常也是可由股东自由处分的实体或程序性权利。否决权

与股东投票权一体两面,在判断是否撤销时,也应交由权利被侵害的股东自己决定,而不应由其他

主体代为主张。而如果是决议过程与结果上的重大瑕疵,且无法治愈,起诉期限的限制相应较长,

有权提起诉讼的主体范围也应相应扩张,涵盖负有监督职责的监事与负有执行义务的董事。至于其

他公司外部人,受制于组织法特质,决议本身只会影响公司自己的行动,其他外部主体是被公司做

出的后续行动所影响的,故若其他外部人诉请否定决议效力,常常很难满足确认利益的要求。〔51〕

由于包括各股东在内的各公司内部主体均有权提起公司决议效力诉讼,也都有权站在公司一

侧维护决议效力,当该诉被提起时,各主体也在事实上被分为两个阵营。在原告侧,由于组织法

视域下无效、撤销、不成立的诉讼请求实质相同,指向同一个诉讼标的即该决议,但未必需要强

制各权利人参加该程序,故在诉讼形态上,属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各作为共同原告参与程序的

权利人一般会提出与己相关的全部瑕疵事由供法院审查。而在被告侧,希望捍卫该决议效力的股

东需要积极参与程序,并为被告公司提供支持,《征求意见稿》中的 “作为第三人”,实为 “必要

共同诉讼型的辅助参加”(streitgenössischeNebenintervention),〔52〕根据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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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丁勇:《组织法的诉讼构造:公司决议纠纷诉讼规则重构》,载 《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108页。
参见曹志勋:《论我国法上确认之诉的认定》,载 《法学》2018年第11期,第51页。
参见周翠:《公司决议诉讼的功能定位与程序机制》,载 《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第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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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条所揭示基本原理,这部分受到完整程序保障的第三人也会受本诉裁判既判力的影响。

随后,在考虑裁判效力扩张时,基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判决理论,其他没有参与诉讼的利害

关系人也会受判决拘束,发生既判力的全面扩张。〔53〕但一方面,诸多效力瑕疵事由只能在该诉

讼中审查,并反过来促使包括维护和反对在内的股东、董事、监事等利害关系人积极参与本诉,

最终实现全面审查;另一方面,决议诉讼也会被公司实际控制人异化为程序滥用的工具。因为控

股股东只需人为制造败诉判决,即可维持决议的有效性,并借助既判力扩张这一屏障剥夺中小股

东针对瑕疵决议的救济权利,显然背离了股东平等原则。

退一步说,也多有观点主张继受 “既判力单向扩张”理论,认为只有在公司决议效力诉讼胜

诉、决议被否定时,既判力才向其他主体进行扩张,若败诉仍可重新起诉。〔54〕但如前所述,决

议诉讼的各参与主体均有尽可能减少决议诉讼的次数、尽快确定决议效力的现实需求,单向扩张

模式反而容易重复多诉,并可能出现矛盾裁判,这有违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目标。〔55〕因此,

有必要回到公司决议的组织法特性,在前述相对 “一刀切”的讨论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调整。

2.判决效力方案的细化调整

从理论上讲,前诉裁判遮断后诉,需要以当事人在正当程序中已获得主张或防御自身权利的

机会为正当性前提。基于处分原则,当事人有选择攻击防御对象的行为自由,但也需要为消极后

果自行负责,比如未能有效利用机会而实施攻击防御。也即,在获得发表意见的机会并被告知法

律后果后,当事人在事实上是否实质且充分地攻防,则在所不问,那些本应该提出,而未被实际

争议的部分,也为之所包含。〔56〕为确定前诉所涉该 “事”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涵摄范围,就必须

深入考虑公司决议的组织法属性。

具体而言,由于公司决议的效力瑕疵事由可区分为内容瑕疵与过程瑕疵,内容瑕疵与对组织

程序严重违反、无法通过 “治愈”而产生效力的过程瑕疵事项均属于依职权审查。并且,司法判

断的具体方式,诸如将决议内容与法律规范进行比对,将会议召开与表决条件等事项,同公司章

程进行比对,也与具体原告的诉讼能力关联不大。以基于既有诉讼资料发现 “蛛丝马迹”为前

提,法官能做的是 “顺藤摸瓜”,释明原告对可能的风险点进行积极检索并提出,以之作为争议

焦点进行审理,并积极发问与质询,〔57〕配合必要的文书提出机制,形成各方合力。当然,考虑

到在 “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背后,成文化与尚未成文的基本权种类繁多,〔58〕将这部

分事项一概纳入前诉审查,可能有损效率。但相较于其他主体频繁以此为由挑战前诉的额外程序

成本,以及阻碍公司正常经营等不利后果,在初次审查时即尽可能全面审查,反而是相对合理的

做法,公司也很难认为这属于无理刁难。因此,在客观范围上,将内容瑕疵与重大过程瑕疵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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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164页。
参见 〔日〕伊藤真:《民事诉讼法》,曹云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2页。
参见刘哲玮:《论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效力范围》,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96

97页。
参见曹志勋:《反思事实预决效力》,载 《现代法学》2015年第1期,第135 137页。
参见曹志勋: 《禁止重复起诉规则之重构:以合同效力的职权审查为背景》,载 《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

290页。
参见章程:《从基本权理论看法律行为之阻却生效要件———一个跨法域释义学的尝试》,载 《法学研究》2019年第

2期,第23 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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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入前诉涵盖范围,认定为前诉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攻击防御机会,即具备正当性依据;在主观范

围上,审查的客观性、全面性也会证成其对其他主体的效力扩张。

与此相对,具有个性化特征的瑕疵,比如会议召集的具体程序,以及每一表决权的具体行

使,往往可能涉及股东表决行为这一意思表示的本身瑕疵,前诉裁判只能要求处于程序中的股东

回顾其本人意思的作出过程,但不可能涉及其他未加入诉讼的股东,无法对他们的个性化问题展

开司法审查。如认为在这部分事项上也发生了判决效力并予以全面扩张,遮蔽其得到法院审查的

机会,即缺乏正当性依据。只是从结果论上反推,如果决议效力已被否定,不论其他股东的表决

瑕疵是否存在,这一案外事实都不会影响否定结论。并且,该判决也在客观上维护了其他股东的

权益,因为全体股东均受违法决议侵害,故判决效力也具备全面扩张的正当性。但如果前诉败

诉、决议效力得到维持,其他股东完全可以提出未为前诉所涉及的、与自身表决行为相关的瑕疵

事由,用以挑战决议效力,但由于这部分事项并不在前诉的判决效力范围内,故而即便挑战成

功,也不能将前诉裁判评价为错误,也相应不需撤销。也即,这部分事项可以通过另诉主张。

因此,从公司决议的组织法属性出发,其裁判效力事实上介于 “全面扩张模式”与 “单向扩

张模式”之间。一方面该诉讼应当对全部客观层面的内容瑕疵 (违反法律法规、公序良俗)与重

大过程瑕疵 (比如未召开会议、未达到表决条件)进行审查,不论裁判结果如何,对各股东、董

事、监事均发生全面的既判力扩张,不得另行起诉。另一方面,该诉讼只能审查全体程序参与人

的具体表决行为,而无法知晓其他未参诉表决权人的个性化事由,只是当否定未形成决议效力

时,未参与者的利益也得到维护,故而在这部分事项上,前诉只能发生片面扩张 (胜诉扩张)的

效力,当前诉败诉、决议效力得到维持时,为保护其他未参与诉讼的股东的利益,其可以基于前

诉未涉及的个性化瑕疵事由另行提起诉讼以否定之。但为避免已作出的决议裁判被频繁挑战,最

终损及公司决议的安定性,或可基于该 《征求意见稿》第9条 “经审查相关股东或者董事的表决

行为虽具有民法典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但相关表决行为被撤销后同意决议事项的人数或者所持表

决权数的变化未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理念,在立案后要求后诉原告提

交初步证据,以证明瑕疵所涉表决权数可影响决议结果,否则在假定原告主张事实为真 (存在瑕

疵事由)而权利主张依然无法实现 (比例不够)时,法院可以直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三)决议诉讼判决效力的规则配套

最后,从组织法理念出发建构的判决效力体系,还需要通过现行规则和制度进行落实。一方

面,有必要展开对裁判效力的一般性规则,也就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 《民诉法解释》)第247条、248条的具体解释,来实现精细化的

扩张结果:既要遮断潜在后诉,又不能影响其他股东在本诉败诉时根据个性化瑕疵事由另行起诉

的权利。另一方面,我国存在十分发达的再审和第三人撤销之诉等特别救济机制。〔59〕即便其他

股东或董事、监事受前诉既判力限制,其也可能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启动特别救济程序,推翻原

判。但决议效力被频繁挑战会影响公司关系的稳定性,仍有必要将特别救济机制的程序成本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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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见刘哲玮:《案外人救济之诉的现实困境与体系整合》,载 《法学家》2026年第2期,第145 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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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止重复起诉规则的再思考

首先,《民诉法解释》第247条以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的相同或实质否定

作为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但毕竟潜在后诉的提起主体一般没有参与前诉,故而在考虑 “当事人

相同”时,需要扩张解释,使之包括对同一诉讼标的享有诉讼实施权的特定案外人,使之受实质

既判力拘束。此外,在其他权利人提出的否定决议效力的后诉中,往往涉及新的效力否定原因事

实,因此,不能将诉讼标的理解为事实关系,〔60〕而仍应回到作为通说的实体法律关系 (决议关

系)理解,并将诉讼请求理解为诉的声明 (不成立、无效或撤销的实质均为否定决议效力),〔61〕

通过 “三同”标准的满足排除该后诉的合法性。

而在权利人提出了败诉前诉未涉及的其他个性化瑕疵事由,以期否定决议效力的例外情形,

为避免不当适用前述规则的不利后果,存在两条潜在的路径。其一,毕竟持该理由的当事人不受

前诉裁判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约束,故 “当事人相同”规则不再具有扩张解释的正当性。回到

条文原意理解,则后诉与前诉的诉讼主体不同,后诉并非前诉的重复诉讼。其二,仍认为 “当事

人相同”涵盖了后诉表决权人,虽然第247条的 “三同说”排除了事实因素的影响,但第248条

通过 “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留下了空间,从公司决议的组织法特点出发,或可扩张解释,使之包含 “前诉基准时前已存在但

前诉当事人客观上无法主张的新事实”,为其他主体基于个性化瑕疵事由另诉留下空间,也不必

将前诉评价为错误。但如果其他主体依然提出客观层面的瑕疵事由,诸如协议内容对法律或章程

的违反,则直指前诉裁判的正确性评价,故不应认定为存在 “新的事实”,其仍受既判力约束而

无法提起后诉。

2.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救济路径选择

随后,由于未参与前诉的股东、董事、高管原则上会受前诉裁判的既判力扩张所限,而无法

提起后诉,若其掌握前诉忽略的事实和证据,则只有将前诉裁判认定为错误并予以撤销,方能实

现救济,此时潜在面临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路径选择。在这两种救济机制中,一方面在

理论上,再审程序纠错的对象是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的原生效裁判本身,是对原案

件的延续;而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全新的诉讼,并不是因为该第三人 (案外人)受原判决结果的约

束,而是因为与真实实体权利状况不符的原判决 (全部或部分内容错误)对该第三人构成法律上

的妨害。若从辩论主义、裁判的相对性和正当程序原理等出发,有必要尽可能限制第三人撤销之

诉的适用范围,〔62〕使之适用于该第三人未受原裁判既判力限制、仍可另行起诉的情形。另一方

面从现实出发,有必要避免通过各种程序机制对前诉生效裁判的频繁推翻尝试。由于当事人对再

审的申请只是向法院表明挑战生效判决、希望获得再审机会的意愿,当事人需要提出理由并承担

证明和说服责任,法院以详细的审查程序对再审申请理由和原审裁判作出评价,若作出立案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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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晓彤:《既判力理论的本土化路径》,载 《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第148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635页。否定观点认为诉讼请求和诉讼标的应视为外延相同的概念,相关研究参见刘哲

玮:《论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及其运用》,载 《当代法学》2016年第3期;任重:《论中国民事诉讼的理论共识》,载

《当代法学》2016年第3期;袁琳:《民事重复起诉的识别路径》,载 《法学》2019年第9期。
参见金印:《既判力相对性法源地位之证成》,载 《法学》2022年第10期,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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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将原审裁判置于效力待定状态,方开启再审审理,〔63〕这种 “审查-审理”的二阶判断机

制即可阻却理由不充分的救济诉求。与此相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无前述实质审查门槛,只是规

定该第三人有权 “提起诉讼”,这一限定的缺失或可造成对原审裁判相关事项及其衍生的正常商

事活动的频繁干扰,并非合理选择。因而,公司决议效力裁判的救济机制有必要统一为申请

再审。

四、结 语

公司决议的组织性需要在其程序设计中体现。《征求意见稿》第9条对此组织法特征有所体

现,但未完全回应该诉在诉讼类型、诉讼标的与裁判效力层面的特别需求。本文尝试在前述规则

的延长线上梳理实践争议,将商事组织逻辑与民事裁判逻辑在现行程序规则中进行统合,形成如

下结论:

首先,作为特殊法律行为,决议行为作出即推定有效,实践中 “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不

符合组织法理念。在程序法上,亦不存在积极确认之诉的确认利益,通过诉请公司实际履行协议

或损害赔偿,或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登记机关登记等程序机制足以提供救济,并无积极确认的必

要性。

其次,由于法人意思形成过程的可打开、可还原性,《公司法》第25—27条的决议无效、不

成立、可撤销等效力瑕疵形态均属于公司意思尚未形成,只是在内部存在过程上否认 (程序瑕

疵)与结果上否认 (内容瑕疵)两类。所谓不成立、无效和撤销之诉也共同追求司法宣告决议没

有形成的胜诉结果,在文义上虽不相同,但诉讼目的与内容实质同一,共同指向对存在决议形成

否定事由的确认。

再次,在裁判内容上,由于当事人的根本目的在于否定公司决议的效力,相对不关心具体的

否定理由,故可以决议本身为确认标的实现各种瑕疵事由的全面审查。即便尊重 《公司法》及相

关司法解释所持的分别裁判论,也可以通过起诉条件的低阶化和诉之合并机制的完备化,加以法

官的积极释明,达致类似统一裁判论的效果。

最后,在判决效力上,公司决议效力诉讼具有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但其实体关系的组

织性决定了无法直接照搬全面扩张或片面扩张的一般理论,而需要细化分析:客观层面的内容瑕

疵与重大过程瑕疵应得到前诉审查,不论裁判结果如何,裁判效力均及于未参与诉讼的股东、董

事和监事。《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的当事人相同也需理解为 “受既判力扩张的当事人”,诉讼标

的 (决议关系)与诉讼请求 (否定决议效力)相同,后诉属于重复起诉,故只能通过再审主张救

济。但作为例外,在针对公司意思尚未形成的决议过程瑕疵中,还存在一部分具有个性化特征的

瑕疵事由,比如关联股东本人的表决行为意思表示瑕疵。若该股东未参与前诉,则前诉无法知

晓,不具有提出并审查的期待可能性。只是考虑到对公司决议效力的否定客观上也维护了未参与

者的利益,故而这部分仍可发生片面扩张效力,若前诉败诉、决议仍有效,未参与者可以基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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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禹臣:组织法视阈下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的诉讼设计

诉未涉及的个性化瑕疵事由另行提起决议效力诉讼。此时可以认为提出该事由的主体不属于 “当

事人相同”,或者将第248条的 “新的事实”解释为 “前诉基准时前已存在但原告客观上无法主

张的新事实”,为另诉留下空间。

Abstract:Thedistinctcharacteroforganizationallawdictatesthatgroundssuchasinvalidity,

voidability,andnon-establishmentallultimatelypointtothecommonconsequencethatnocollective

willhasbeenformed.Thepartiesessentiallyseektousejudicialproceedingstoconfirmtheexistence

ofgroundsthatnegatearesolution􀆳svalidity,whileanaffirmativeactionfordeclaringaresolution

validlackstherequisiteinterestforadeclaratoryjudgment.Resolution-relatedlitigationshould

treattheresolutionitselfasthesubjectmatteroftheactionsoastoachieveunifiedadjudication.

EvenwhilerespectingthephilosophyofseparateadjudicationembodiedintheCompanyLawand

itsrelevantjudicialinterpretations,theeffectofunifiedadjudicationcanbeachieveddefactoby

loweringthethresholdforinitiatinglawsuits,perfectingthemechanismforthejoinderofclaims,

andstrengtheningthejudge􀆳sdutyofclarification.Thislitigationmayadoptamodeloffullexpansion

ofjudgmenteffectforobjectivedefectsofcontentandmaterialproceduraldefects,withrecourse

fornon-participantsbeinganapplicationforretrial;bycontrast,forindividualizeddefectsthat

cannotbeaddressedintheprioraction,amodelofunilateralextensionofjudgmenteffectis

adopted:iftheprioractionisunsuccessfulandtheresolutionthereforeremainsvalid,thenon-

participantmaybringaseparatelawsuit.Theeffectofthejudgmentmustberealizedthrougha

flexibleinterpretationofthe “sameparties”requirementunderArticle247oftheSupreme

People􀆳sCourt􀆳sInterpretationoftheCivilProcedureLaw,ortheconceptof“newfacts”under

Article248thereof.

KeyWords:defectsinthevalidityofcorporateresolutions,organizationallaw,declaratory

action,unifiedadjudicationeffect,expansionofjudgment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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